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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无废城市”试点政策赋能城市绿色创新发展
———基于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李从欣,洪一萍

(河北地质大学经济学院,石家庄052160)

摘要:以中国“无废城市”试点政策为研究对象,选取2011—2023年度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

型,评估该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无废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

机制分析显示,公众环境关注度的提高与地区科技投入的增强,是政策发挥作用的两条重要路径。异质性检验发

现,该政策对西部地区以及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带动作用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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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范围内,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持续加快推

动了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提升,但同时也带来了显

著的环境压力。固体废物数量的快速攀升与其治

理能力的相对不足,已成为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突

出问题。传统的经济发展遵循着一种“资源开采-产
品制造-最终废弃”的单程线性模式,这种模式导致

了资源利用率偏低与消耗过度的后果。在此模式

下,废弃物的处置严重依赖填埋与焚烧两种方式:
前者大规模挤占土地空间,其产生的渗滤液会持续

威胁土壤及地下水安全;后者在过程中存在释放二

噁英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风险,对大气环境与公

共健康形成潜在危害。为应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
固体废物历史存量巨大的现实挑战,并着力破解

“垃圾围城”问题、深入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我国在

环境治理领域进行了前瞻性布局,开创性地推出了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政策。自2018年《“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出台以来,该政策从首批“11+
5”个城市与地区的先行先试,已演进至“十四五”时
期在百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推开,标志着建设工

作从局部探索步入了系统化、规模化推进的新阶

段。截至目前,试点工作已初步搭建起涵盖制度、
技术、市场与监管的支撑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培育

了数千个“无废细胞”工程,并形成了如深圳的智慧

化管理模式、徐州的固体废物资源化特色路径等一

批地方实践典范。总体而言,“无废城市”建设旨在

通过革新城市治理思路,统筹源头减量、过程资源

化与末端安全处置等多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削减固

体废物的环境危害,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

式,以应对严峻的环境挑战,并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议程相契合。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资源约束的双重压力

下,城市绿色创新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

力。中国已将推进绿色创新提升为实现“双碳”目
标、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战略部署[1]。“无废城市”
建设正是在此宏观战略下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实

践。其核心理念并非追求废物的绝对零产出,而是

旨在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系统性推动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变

革,力求实现固体废物的源头大幅减量、资源高效

循环及对环境影响的深度控制。因此,它已成为衡

量城市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协同推进污染减排与

碳减排的关键指标[1]。学术界对此的关注已从理念

阐释深入到实证评估与机制剖析。现有基于大样

本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无废城市”试点政策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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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激励辖区内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但其影响存

在结构性特征:对侧重于短期合规与回应的“策略

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对旨在实现根

本性技术变革的“实质性绿色创新”[2]。此外,学界

的研究视角也呈现多维度拓展的趋势,不仅探讨了

政策如何通过减轻企业融资压力、促进研发投资等

机制来引导其微观行为调整[2],也强调需构建差异

化的区域推进策略,如东部地区侧重制度与技术突

破,西部地区则需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此外,数字

经济的赋能作用受到重视,其通过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优化城市资源管理,为绿色创新提供了新

的路径与工具。总体而言,研究正从评估政策效果

向探索如何通过系统性方案、多元融资及长效机

制,并融合技术创新与场景创新,最终驱动城市发

展动力向更加注重特色与绿色转型。现有文献分

别围绕“无废城市”的政策效应和城市绿色创新开

展了广泛研究,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针对

“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的具体机

制与政策效果,仍缺乏系统性的实证探讨。为此,
本文依托“无废城市”试点政策设计准自然实验,利
用2011—2023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

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该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及其内在作用渠道。

1 文献综述

1.1 关于“无废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研究

“无废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我国推动固体废物

综合治理、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城市绿色

转型的 重 要 政 策 创 新,已 成 为 学 术 界 关 注 的 热

点[3-4]。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内涵阐释、建设路

径探索、成效评估与挑战分析等宏观综述与定性研

究层面。学界普遍认为,“无废城市”并非以实现固

体废物的零产出为目标,其核心是一种先进的城市

发展范式与治理理念,旨在通过推动源头减量、提
升资源化利用率与确保无害化处理,从而最大限度

地降低固体废物对环境的负面影响[3-4]。现有文献

主要聚焦于试点工作的总体设计与规划框架,着重

对制度构建、市场培育、技术应用及监管体系等四

个方面的经验进行归纳,并对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

法律法规有待健全、高价值利用技术存在短板、商
业化运作模式尚未成熟等问题展开探讨[5-6]。在绩

效评价方面,尽管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建设指标体

系,但学术界指出,适用于城市层面、能够进行横向

比较的综合性绩效评价工具和方法仍较为缺乏,相
关实证研究有限。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试点工作的

推进,近期开始涌现出采用准自然实验等方法的实

证研究,姜玲玲等[7]分析了“无废城市”建设与碳减

排的协同关系及问题,估算2030年和2060年其碳

减排效益分别约为18.6亿和52.8亿t,识别出工业

固废源头减量、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等关键环节,
并提出了协同推进目标与建议。朱雨薇[8]基于“无
废城市”试点政策,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发现该试点

工作使企业绿色创新增加约3.61%,且增加政府资

助和缓解融资约束是重要机制。徐静蕾等[9]基于合

成控制法发现,“无废城市”试点显著降低了部分城

市的工业固废产生强度,而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均

未受显著影响。杨卓璠[10]通过PMC-HCW 模型评

估发现,政策实施整体提升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率,但存在边际递减与区域异质性。秦全德

等[11]基于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无废城市建设中政

府、固体废弃物产生企业与利用企业三方协同治理

的稳定条件。Chen等[12]“无废城市”建设抑制了中

国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原因系“无废城市”试点过

度聚焦废弃物利用,却忽视了治理成本。李金惠

等[13]提出,技术创新通过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实现了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并展望了未来需在多源固废协同处理、成效评

估及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陈娟和蒋颖

欢[14]以桂林市为例,总结了其通过体制机制、固废

资源化利用及“无废细胞”培育推进“无废城市”建
设的实践路径。然而,现有文献中基于实证分析的

研究相对有限,且多集中于以企业为对象的微观层

面探讨。目前,从城市宏观视角出发,系统考察“无
废城市”试点政策对区域整体绿色创新能力、创新

效率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仍有待深入,这构

成了该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1.2 关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相关研究

城市绿色创新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关键交汇点,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持

续关注的热点领域。现有研究已构建了相对完整

的分析框架,主要围绕测度评价、时空格局、影响因

素、作用机制及经济环境效应等方面展开。在测度

方法与空间格局演化方面,学者普遍采用绿色专利

数据或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进行量化。例如,任贵秀

和刘凯[15]对黄河流域的研究同样基于绿色专利数

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该区域绿色创新活动增长迅

速,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北-西南”走向的分布特征,
且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相关研究不仅揭示

了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的多样性驱动因素,还深入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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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这些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机理。吴

玉彬等[16]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会分别通过提

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城

市绿色创新。陆菊春等[17]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创新呈现非线性

的驱动作用。此外,创新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是关键

机制,袁健和张所地[18]表明,知识流动能显著提升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而“新基建”在此过程中发挥了

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数字化基础设施正在重塑

绿色创新的知识环境与协同模式。针对绿色创新

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探讨正逐步深入。
赵喜仓等[19]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可通过优化能源消

费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多重路径,显著提升

城市污染减排与碳减排的协同治理效能。综合来

看,现有研究已从静态描述走向动态演化与机制挖

掘,涵盖了从宏观格局到微观要素、从驱动因素到

产出效应的完整链条。然而,多数研究集中于对格

局的刻画和传统因素的分析,针对“无废城市”试点

政策如何精准影响城市绿色创新内在动力、网络结

构与空间协同的因果识别与微观机制研究,仍有待

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这构成了该领域未来一个重要

的研究方向。

1.3 文献评述

尽管已有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关于

“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如何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的实

证探讨仍较为有限。为此,本文聚焦于这一议题,
将上述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考察其对城

市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并从科技驱动与公众关注

两条路径剖析其内在机制,从而系统揭示政策影响

绿色创新的传导过程,旨在为评估“无废城市”试点

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经验证据,并为持续推进“无
废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2 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2.1 政策背景

“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

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无废城市”并不是没

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

化利用,而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旨在最终

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

分、处置安全的目标,需要长期探索与实践。2019
年,中国系统部署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首

批涵盖深圳、三亚等11个城市及5个区域;2022
年,“无废城市”试点城市增至107个。该战略部署

致力于探索城市治理模式创新,力求有效削减环境

负荷并纾解资源瓶颈约束,进而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低碳转型。该举措不仅致力于为全球城

市废弃物治理议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更旨

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

深度嵌合与协同演进。

2.2 “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

作用

“无废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通常促使各试

点城市逐步完善相应的制度框架,如制定并颁布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等文件,明确权

责分工,强化跨部门协同,从而为城市绿色创新活

动提供政策引领与制度支撑,激活城市绿色发展

的内生创新动力。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无废

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为例,该政策文件聚焦

于依托制度层面的革新与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
于试点地区纵深推进固体废物的系统性治理变

革。其旨在驱动关键领域的实质性突破与整体

性、系统性创新,加速构建具有可持续特征的“无
废城市”建设长效运行机制。此举从顶层设计维

度出发,为城市的绿色转型与创新发展夯实了稳

固的制度基石。“无废城市”政策通过设立严格的

垃圾分类、工业固废“趋零增长”等目标,直接催生

了对智能分拣设备、高效资源化技术、循环利用工

艺、数字化监管平台等绿色技术与服务的海量市

场需求。“无废城市”涉及环保、材料、化工、信息、
装备制造等多个产业,在政策推动下,不同领域的

企业、研发机构为解决共同问题(如建筑垃圾资源

化)产生密集互动,催生跨学科的融合性创新。基

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H1:“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效应。

2.3 “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

路径

2.3.1 科技驱动效应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是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的物质基础与核心驱动力。充裕的资金供给与资

源保障,赋予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等多元创

新主体攻克前沿绿色技术的能力,使其得以在新能

源开发、清洁生产及资源循环利用等关键领域开展

深度探索。这种由研发投入驱动的技术突破,不仅

促进了绿色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升级,也为城市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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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石。
从理论层面审视,该作用机制契合“波特假说”与诱

导性技术创新理论的核心要义:设计恰当的环境规

制政策,能够通过激发“创新补偿”效应,有效对冲

乃至超越规制带来的“遵循成本”,从而系统性地提

升企业乃至区域的综合竞争力。由此,科技研发投

入与环境规制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了城市绿色创新

体系的持续演进[20]。“无废城市”政策所确立的强

制性废弃物减量目标与资源循环利用标准,实质上

构建了一种“绩效导向型”环境管制措施。该类政

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沿用传统线性生产模式所需承

担的合规成本,进而形成有效的转型压力,驱动企

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以应对规制要求[21]。除此之

外,充足的科技投入可以用于改善科研条件、提高

科研人员待遇、设立科研奖励等,吸引更多高素质

的创新人才汇聚到城市,通过构建一支规模充实、
结构优化的绿色创新人才梯队,城市得以夯实其绿

色转型的智力基础与人才保障,进而为绿色创新能

力的持续跃升注入长效动能。

2.3.2 公众关注效应

公众关注构成了强大的非正式制度压力与市

场需求信号。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等创新

主体的行为受到政府、社区、媒体等多方压力的影

响[22]。“无废城市”试点作为一项高显示度的公共

政策,通过媒体宣传、环境信息公开(如固废产生

与处理数据发布)及公众参与活动(如垃圾分类督

导),显著提升了社会各界对固体废物问题的关注

度[3]。此类公众关切构建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监督

体系与绿色消费舆论环境,对地方政府与企业施

加了“声誉压力”与“履责压力”,从而推动其通过

增加绿色研发投资、引入先进清洁生产技术等方

式响应社会期望,以此维护其社会合法性,并防范

潜在的品牌声誉风险[23-24]。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

不断增强,绿色消费偏好逐渐形成,由此产生的市

场拉动力为企业的绿色技术研发提供了明确的商

业信号与利润激励,有效促进了创新资源向循环

经济产业的集聚。
其次,公众关注促进了绿色知识在社会网络

中的扩散与学习,优化了城市创新生态。根据社

会学习理论,个体与组织行为能够通过观察他人

的行为及其结果来进行适应性调整[25]。公众对

“无废城市”的关注与讨论,尤其是通过社交媒体

等现代信息渠道的放大,加速了绿色生活方式、环
保技术应用案例等信息的传播。这种广泛的信息

流动不仅提升了普通市民的环保认知,更重要的

是,它为企业家、研发人员等创新主体提供了关于

潜在技术路径、市场机遇和用户偏好的宝贵“知识

溢出”。此外,公众参与(如社区回收项目、环保

NGO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能够

激发民间的创新智慧,有时甚至能催生出适应本

地情境的、低成本的绿色技术解决方案。因此,公
众关注效应通过构建一个信息更透明、互动更频

繁的社会学习环境,降低了绿色创新的不确定性

和试错成本,从而提升了城市整体创新系统的活

力与效率。
基于以上阐述,提出以下假设。

H2:科技驱动效应正向调节“无废城市”试点政

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

H3:公众关注效应正向调节“无废城市”试点政

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为精准识别“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

水平产生的因果效应,采用政策评估领域应用广泛

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参照 Beck
等[26]的经典范式,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ln_SQFMit =α+β1did+∑γControlsit+δi+

φt+εit (1)
式中:被解释变量ln_SQFMit 用以表征城市i在第t
年的绿色创新能力,具体通过该城市当年发明专利

授权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获得;核心解释变量是双

重差分项did,由处理组虚拟变量(Treat)与政策时

间虚拟变量(policy)交乘构成;Treat赋值为1表示

该城市为“无废城市”试点,否则为0;policy赋值为

1表示年份处于政策公布当年及之后,否则为0;β1
为核心待估参数,反映了“无废城市”政策实施对试

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Controls为

一系列控制变量;γ为控制变量系数;δi、φt 分别为

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

动项。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城市绿色创新能力(ln_SQFM)
城市绿色创新能力(ln_SQFM)。为衡量各城

市的绿色创新能力,构建了被解释变量城市绿色创

新能力(ln_SQFM)。参考艾永芳和孔涛[27]的指标

选取思路,城市绿色专利授权量能够有效反映其绿

色技术研发水平,而且绿色专利从申请到授权通常

有1~4年的审查周期,这使得授权量数据能平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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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宣传、短期激励带来的“突击申请”噪声,可以

有效剔除大量仅为获取政府补贴、考核加分或完成

指标而提交,但创新含量低的申请,更能反映持续、
稳定的创新能力。进一步地,考虑到绿色专利体系

中,发明专利相较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具
有更高的技术创新含量与授权难度,更能代表一个

城市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实质性突破。因此,采用城

市当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经加1后取自然对数

处理,以得到更为精确的绿色创新能力测度指标。

3.2.2 核心解释变量:“无废城市”试点政策(did)
“无废城市”试点虚拟变量(did)。为避免因“无

废城市”试点城市评选标准(涵盖现有基础、工作意

愿及预期绩效等)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将政策实施

当年作为外生冲击的时间节点,以此构建准自然实

验框架。

3.2.3 机制变量

为深入探究“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城市绿

色创新的传导路径,分别从科技驱动与公众关注两

个维度进行机制检验。其中,科技驱动效应采用城

市科技投入力度(TE)予以表征,具体以各城市当年

科学技术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进行测度;公
众关注效应借助公众环境关注度(PEA)加以衡量,
通过百度搜索指数中“环境污染”关键词的年度均

值予以量化。

3.2.4 控制变量

为降低因遗漏变量而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

的问题,并借鉴现有文献,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对外

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作为模型的控

制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ECO),选用城市人均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的 对 数 来 刻 画;对 外 开 放 程 度

(OPEN),选用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加1的

对数来刻画;金融发展水平(DIF),选用城市当前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除以100的数值来刻画;产业结构

(IS),选用城市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城市GDP的

比值来刻画。
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3.3 数据来源

以2011—202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为研究对象。城市层面相关数据来源于EPS(ex-
pressprofessionalsuperior)数据库、北大数字金融

研究中心[28],城市绿色专利数据则取自国家知识产

权局。针对样本期间少量数据缺失情形,采用线性

插值法予以补充,最终构建包含3705个观测值的

平衡面板数据集。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城市绿色

创新能力
ln_SQFM

各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加

1后取对数

核心解

释变量

“无废城市”
试点政策

did

政策实施当年及以后实施

“无废城市”试点政策的城

市取1,反之取0

机制变量

科技投入力度 TE
城市当年科技支出占政府

财政支出的比值

公众环境关注 PEA
百度“环境污染”指数搜索

指数年均值

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加1的自然对数

金融发展水平 DIF
城市当前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除以100

产业结构 IS
城市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经济发展水平 ECO
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

自然对数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数

据显示,城市绿色创新能力(ln_SQFM)的最大值为

9.37,均值为2.80,表明样本期间内中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

4.2 基准回归结果

表3汇报了“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

新能力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未纳入任何控制变

量且未控制双向固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did的系

数为1.223,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在控

制年份与城市固定效应后,did系数仍保持1%水平

的显著性。列(3)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双向

固定效应,did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上述结果表明,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或固定效

应,核心结论均具有稳健性。据此可初步推断,“无
废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

能力,H1得到验证。

4.3 稳健性检验

4.3.1 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假定是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的核心

前提,要求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结果变量在政策实施

前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势。为验证该假设是否成立,
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检验,并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ln_SQFMit =α+∑
2023

t=2011
βkTreati×policyk

t +

∑γControlsit+δi+φt+ε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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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核心被解释变量 ln_SQFM 城市绿色创新能力 3705 2.80 1.78 0.00 9.37
核心解释变量 did “无废城市”试点虚拟变量 3705 0.07 0.25 0.00 1.00

机制变量
TE 科技投入力度 3705 0.02 0.02 0.00 0.21
PEA 公众环境关注 3705 22.58 26.26 0.00 164.51

控制变量

OPEN 对外开放程度 3705 9.72 2.10 1.10 14.70
DIF 金融发展水平 3705 2.02 0.79 0.17 3.73
IS 产业结构 3705 0.43 0.10 0.10 0.85
ECO 经济发展水平 3705 10.81 0.57 8.77 12.49

表3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1) (2) (3)

ln_SQFM ln_SQFM ln_SQFM
did 1.223*** 0.240*** 0.183***

(0.040) (0.057) (0.057)

DIF 1.507***

(0.222)

ECO 0.149
(0.097)

IS -0.588
(0.392)

OPEN 0.039***

(0.011)
常数项 2.719*** 7.235*** 3.898***

(0.091) (0.036) (1.203)
观测值 3705 3705 3705

年份固定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 否 是 是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

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在平行趋势检验中,核心变量policyk
t 为样本年

份相对于“无废城市”政策实施时点的时间距离,其
中k=0对应政策实施当年,k>0与k<0分别代表

政策实施后与实施前的第|k|年。参考既有文献的

做法,本研究剔除样本起始年份(2011年)作为基

期,并基于上述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政

策实施前各期系数βk 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处

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前的绿色创新水平不存在显

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定。这表明“无废城市”试
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且该

促进效应在政策实施后具有持续性。

4.3.2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其他未观测政策或随机因素对估计结

果的潜在干扰,采用空间安慰剂检验开展反事实分

析。具体而言,从全样本中随机抽取与真实处理组

数量相同的城市作为“伪处理组”,基于双重差分模

型进行回归并记录交互项系数。将该过程重复

1000次,得到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图2)。结果显

示,随机抽样所得的系数估计值集中分布于零值附

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2 安慰剂检验结果

近,且服从正态分布,与基准回归中真实的估计系

数(0.183)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基准结果的显著

性并非源于偶然因素或遗漏政策,城市绿色创新能

力的提升确由“无废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所驱动。

4.3.3 缩尾

为排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潜在影响,对所有

连续变量在1%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基于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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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重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

结论一致。这表明本文的核心发现并非由少数极

端样本点驱动,具有较强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缩尾

改变样本结构

剔除部分

样本

剔除政策

年份

增加滞后一

期控制变量

ln_SQFM_w ln_SQFM ln_SQFM ln_SQFM

did
0.133** 0.177*** 0.177*** 0.154***

(0.063) (0.058) (0.062) (0.056)

DIF
1.621*** 1.639*** 1.390*** 1.151***

(0.256) (0.214) (0.227) (0.229)

ECO
0.180 0.138 0.159 0.118
(0.111) (0.098) (0.100) (0.119)

IS
-0.493 -0.631 -0.553 0.351
(0.449) (0.394) (0.409) (0.527)

OPEN
0.033*** 0.040*** 0.035*** 0.022**

(0.013) (0.012) (0.013) (0.010)

DIF_lag1
0.424**

(0.186)

ECO_lag1
-0.042
(0.107)

IS_lag1
-1.303**

(0.528)

OPEN_lag1
0.026**

(0.011)

常数项
2.406* 3.905*** 3.962*** 4.578***

(1.355) (1.215) (1.244) (1.248)
观测值 3449 3420 3135 3420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

10%的水平上显著。

4.3.4 改变样本结构

为排除专利申请统计标准变更(2017年)及政

策实施当年可能存在效力滞后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分别剔除了2017年、2019年和2022年(政策实施

当年)的样本观测值,并进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回

归。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在两种样本调整

方案下,核心解释变量did的系数依然保持显著,与
基准回归结论高度一致。这表明本文的核心发现

并非由特定年份的样本所驱动,研究结论具有较强

的稳健性。

4.3.5 增加滞后一期控制变量

为缓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或遗漏变

量等内生性问题,将全部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后重新

纳入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核心解释变

量did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

归结论保持一致。这表明考虑潜在的内生性干扰

后,“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

用仍稳健。

5 异质性与机制分析

5.1 异质性分析

5.1.1 区域异质性

考虑到“无废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

响可能呈现区域异质性,依据中国经济地理分区标

准,将285个样本城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东、中、西部地区

核心解释变量di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且西部地区的系数比东中部地区大。这表明,
“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创新的

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拥有

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资源,与政策支持

形成协同效应;而东中部地区囿于资源禀赋限制,
经济外向型程度高,已形成相对固化的发展模式,
政策效应的发挥相对有限。

5.1.2 资源异质性

考虑到城市在资源配置与自然资源禀赋方面

存在固有差异,依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规划(2013—2020年)》将样本城市划分为资源型与

非资源型两类,进行分组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

示。两组样本中核心解释变量did的系数均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两

类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

一步比较发现,该促进效应在资源型城市中更为突

出(系数为0.356),而在非资源型城市中相对较小

(系数为0.263)。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非资源型城市

因自身资源匮乏,多以引进资源型城市初步加工后的

中间品进行生产,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相对

有限;而资源型城市处于产业链上游,亟须从源头上

实现固体废物的减量化与资源化,因而对绿色技术创

新的需求更为迫切,政策驱动效应也更为显著。

5.2 机制检验

前文实证结果表明,“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对试点

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该
政策效应背后的传导路径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检

验。参考刘海建等[29]的做法,设定如下模型。

ln_SQFMit =α+β1TreatTE+β2policy+β3didTE+

∑γControlsit+δi+φt+εit (3)

ln_SQFMit =α+β1TreatPEA+β2policy+β3didPEA+

∑γControlsit+δi+φt+ε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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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did
0.270*** 0.299*** 0.368*** 0.356*** 0.263***

(0.057) (0.099) (0.066) (0.078) (0.048)

DIF
0.689*** 0.585*** 0.817*** 0.730*** 0.793***

(0.057) (0.075) (0.075) (0.071) (0.051)

ECO
0.614*** 0.659*** -0.142 0.145 0.324***

(0.152) (0.147) (0.128) (0.131) (0.124)

IS
0.486 0.0124 -1.921*** -1.131** -1.017**

(0.529) (0.542) (0.577) (0.563) (0.419)

OPEN
0.0443** 0.0434** 0.00826 0.0411*** 0.0130
(0.021) (0.017) (0.018) (0.015) (0.014)

常数项
-5.286*** -6.176*** 2.751** -0.806 -1.584
(1.585) (1.557) (1.349) (1.440) (1.309)

观测值 1300 1300 1105 1482 2223
R2 0.774 0.611 0.485 0.495 0.709

城市数 100 100 85 114 171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式中:didTE为科技投入力度虚拟变量TreatTE和

时间虚拟变量policy的交乘项,若城市科技投入力

度大于等于其中位数,则TreatTE取1,否则取0;

didPEA为公众环境关注虚拟变量TreatPEA和时

间虚拟变量policy的交乘项,若城市公众环境关注

大于等于其中位数,则TreatPEA取1,否则取0。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列(1)和列(2)中,

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82和0.193,
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无
废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公

表6 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1) (2)

公众关注效应 科技驱动效应

didPEA
0.182***

(0.051)

didTE
0.193***

(0.054)

DIF
1.507*** 1.476***

(0.217) (0.221)

ECO
0.146 0.143
(0.098) (0.096)

IS
-0.586 -0.588
(0.394) (0.391)

OPEN
0.038*** 0.039***

(0.011) (0.011)

常数项
3.938*** 3.988***

(1.220) (1.209)
观测值 3705 3705
城市数 285 285

年份固定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

10%的水平上显著。

众环境关注度较高以及科技投入力度较大的地区

更为突出。其背后的作用逻辑在于:一方面,公众

关注作为一种外部监督力量,能够有效推动社会主

体自发参与环境保护,形成对绿色发展的社会压力

与共识;另一方面,科技投入的加大为绿色技术研

发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与资源保障,助力企业、高校

及科研机构开展前沿性创新活动,从而为城市绿色

转型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综上,H2(公众关注效

应)和H3(科技驱动效应)得以验证。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文以“无废城市”试点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

2011—202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

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该政策对

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研

究发现如下:“无废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

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

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政策效应存在明显

的异质性,其在西部地区以及资源型城市中的促进

作用更为突出;机制分析表明,公众关注效应与科

技驱动效应是“无废城市”试点政策助力城市绿色

创新发展的两条重要传导路径。

6.2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强化制度保障,构建协同监管体系。首先,

加强政策引导,压实各方责任,加大对环境违法行

为的惩处力度,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坚实的制度基

础。其次,建立健全固体废物统计与环境信息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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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制度,提升管理的科学性与透明度。再次,构
建跨部门协同的“无废城市”综合治理体系,明确分

工、打破壁垒,形成工作合力,带动更多城市提升绿

色创新水平。
(2)加大科技投入,完善创新转化机制。政府

与企业应共同加大对“无废城市”相关技术的研发

投入,设立专项科研基金,鼓励产学研协同攻关,重
点突破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及无害化处

置等关键技术。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

理经验,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消化吸收与再创新;加
强与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开展技术培

训与项目合作,提升本土技术创新能力。
(3)引导公众参与,强化社会监督效应。鉴于

公众关注在“无废城市”建设中的外部监督与共识

推动作用,应着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的多元共治格局。首先,加强环境宣传教育,通
过媒体平台、社区活动及学校教育等多渠道普及固

体废物减量化与资源化知识,提升公众的环保认知

与责任意识,培育绿色消费与生活方式的自觉性。
其次,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畅通环境信息查询

与投诉举报渠道,鼓励公众对固废非法倾倒、分类

不当等行为进行监督举报,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

责”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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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wasteCity”PilotPolicyEmpoweringUrbanGreenInnovation:
EmpiricalEvidencefrom285CitiesinChina

LICongxin,HONGYiping
(SchoolofEconomics,HebeiGEOUniversity,Shijiazhuang052160,China)

Abstract:TakingChina’s“zero-wastecity”pilotpolicyastheresearchobject,astaggereddifference-in-differencesmodelwasemployedto
evaluatethepolicy’simpactonurbangreeninnovation,usingpaneldataof285citiesfrom2011to2023.Theresultsshowthatthezero-waste
cityconstructionsignificantlypromotesurbangreeninnovation.Mechanismanalysisrevealsthatincreasedpublicenvironmentalconcernand
enhancedregionalscienceandtechnologyinvestmentaretwoimportantpathwaysthroughwhichthepolicyexertsitseffect.Heterogeneity
analysisindicatesthatthepolicyhasamorepronounceddrivingeffectongreeninnovationinwesternregionsandresource-basedcities.

Keywords:“Zero-wasteCity”pilotpolicy;urbangreeninnovation;staggereddifference-in-differences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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